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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基因编辑潜在风险的法律防范

夏志红

　　内容提要：关于粮食基因编辑的种种争论，其焦点并不在于基因编辑技术本身，而在于
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潜在威胁。目前流行的应对此种风险的妥协性

立法所建构起的防范机制仅以标识为要求，以消费者知情为大吉，而任凭基因编辑食品的商

业化肆意发展。现有机制所要求的标识因缺乏结论性的科学依据，与基因编辑食品的安全

性无必然联系。非自然的人为基因编辑食品对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具有后果不可逆的

潜在风险，理应严加防范。相关立法必须建立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基因编辑食品的商业化

价值的比较之上。任何哪怕具有丝毫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的产品，其商业化均是

不能容忍的。据此，应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充分尊重粮食基因

编辑技术的科学研究的同时，创设切实有效的法律防范制度，以确保人类生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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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红，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随着当下基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临床
应用可能招致“超级人类”的潜在风险威胁，基于直接事实的判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

社会科学，都易达成共识并做出拒斥或禁止的正当选择。〔１〕 然而，对粮食基因编辑

（Ｃｒｏｐｓ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或基因编辑食品（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ｅｄｆｏｏｄｓ）商业发展是否引发威胁生态
环境与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２〕因无直接事实判断而缺失科学证实／证伪，却产生既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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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世界各国基本都禁止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不允许以生殖为目的对人类胚胎或者受精卵进行基因编

辑。参见朱振：《反对完美？———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道德与法律哲学思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
期，第７２－８４页。
关于术语问题，基因干预技术发展的阶段与运用方式的不同，其称谓各有所不同。本文使用“粮食基因编辑”是

对应“人类基因编辑”，与传统的“转基因作物”（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ｃｒｏｐｓ）技术无本质上的差异，是指农作物
（ｃｒｏｐｓ）基因编辑的最初阶段。立法实践中“转基因粮食”（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ｏｏｄｓ）或“转基因食品”，是基因编
辑后的食物或食品（ｆｏｏｄｓ）。目前，规律成簇的间隔短回文重复（ＣＲＩＳＰＲ）技术的发展，本文为了陈述方便统一
使用“基因编辑食品”（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ｅｄｆｏｏｄｓ），以对应“粮食基因编辑”。关于针对是否引发相关风险的讨论，Ｓｅ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ａｕｃｅ，ＡｎｄｒｉＷｉｂｉｓａｎａ，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Ｄａｍａｇ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ＧＭＯ：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２３（１），Ｇｅｏｇｅ
ｔｏｗ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ｐｐ．１－７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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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制与其背后伦理道德两类截然相反的思维认识与抉择的困境。〔３〕 前者基于科学技

术与经济发展的思维，以科学未发现有害为理由，构建了以消费者知情权为核心的标识风

险预防机制，监管商业发展；后者认为，商业发展可能彻底打破物种间千百万年来形成的

稳定基因天然杂交屏障（人为的跨界变种），对生命健康与生态完整具有反自然性和不可

逆转性的潜在风险，理应拒斥或禁止。〔４〕

长期以来的社会关切与强烈争论，在科学技术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下似乎已化

解，主流学界与政府不再认为是当下问题或主要问题。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单一的“蝴

蝶效应”“黑天鹅事件”或“灰犀牛事件”问题，而可能是一个叠加效应，是潜在威胁生

态完整与人类生存的法哲学问题。因此，人们不禁追问，科学标识与商业化安全性的关

系如何？缺失直接事实判断是反自然性，还是非自然性，是否必然导致伦理拒斥或禁止？

缺失科学证实／证伪，该如何抉择？又如何创设法律制度防范商业化的潜在风险？本文试
图对当下存在的两种思维认识与价值判断做细致分析、研究，进而论述既有法律规制与法

学理论的局限性，以期探究法律防范的原则与制度，确保人类生存的安全。

一　科学思维下法律规制的局限性分析

对任何一项颠覆性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人类都将面临是否选择的困境。在科学

技术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下，基因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为粮食基因干预创造了条件。

在科学暂不能证明其是否安全的情势下，人们选择了商业发展。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

用服务组织（ＩＳＡＡＡ）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显示，
随着新一轮全球粮农体系整合，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达１．９１７亿公顷（２２年来全球商
业种植累计达到２５亿公顷，较１９９６年增加了１１３倍）。〔５〕 为确保商业发展，国际国内立
法实践中，构建了以消费者知情权为核心的标识预防监管机制。

（一）国际国内立法实践

目前，鉴于各国在政治背景、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文化传统等方面差异，立法实践形

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大理念的预防监管机制。

１．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的预防是一种实证主义风险观，体现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技

术理性。〔６〕 受该理念影响的“迈阿密集团”，基于“可靠科学原则”，以“实质等同原则”

构建了相对宽松的标识监管机制。尤其是转基因农作物发源地美国，从１９７６年《有关
重组ＤＮＡ分子研究的准则》到１９８６年《生物技术协调管理框架》，再到１９９２年《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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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参见陈景辉：《面对转基因问题的法律态度———法律人应当如何思考科学问题》，《法学》２０１５年第 ９期，
第１１８－１２８页。
参见肖显静：《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分析———基于生物完整性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 ６期，
第６６－８６页。
参见《ＩＳＡＡＡ发布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发展态势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ｓｄ．ｃｎ／ｚｋｃｇ／ｙｄｋｂ／ｋｊｚｃｙｚｘｋｂ／２０１８／
ｚｃｚｘｋｂ２０１８０８／２０１８０８／ｔ２０１８０８０９＿５０５４４０６．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３－０１］。
参见王康：《基因改造生物环境风险的法律防范》，《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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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建立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美国环保局
（ＥＰＡ）与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三大机构以产品为基础的协同监管机制。在食品安全法
与侵权法双重保障下，构建了自愿标识相对宽松的预防监管制度。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认为，基因编辑食品和非基因编辑食品的成分没有实质的区别，对人体健康不会

构成威胁，不需要进行特别标识。产品准入前的安全评估以及相关制度的自愿标识足以

保障基因编辑食品的安全。由此，２０１６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已增至１０．９５亿
亩，占可耕地面积的４０％以上。〔７〕 但在各方利益的平衡下，２０１６年７月，美国众议院和
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ｉｏ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ｅｄＦｏｏｄ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即“Ｓ．７６４法案”。〔８〕 这一妥协的法案是传统理念与原则
的延续，只在市场准入环节增加了强制信息披露的规定，而在食品范围、内容与在形式等

方面并非实施“强制标识”。

在国际层面，在ＷＨＯ／ＦＡＯ《转基因植物的安全》、ＷＴＯ机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条约中也有更为具体的立法体现。如２０００年 ＷＨＯ／
ＦＡＯ《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报告指出：“实质等同原则”是基因编辑食品安全评估程序中的
重要因素。随后逐步成为世界各国食物新资源、新成分安全评价的一个重要管控手段。

在ＷＴＯ机制中，体现为ＧＡＴＴ第２０条的（ｂ）款、（ｇ）款的“例外条款”、〔９〕《实施卫生与植
物卫生措施协定》（ＳＰＳ）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ＴＢＴ）协议中有关保护人类、动物以及
植物健康与环境等有具体条件的规定。在《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主要体现在第

１０条第３款与第１０条第６款，〔１０〕以及该体系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
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等。〔１１〕 以上各公约及相关规定尽管在极力追求

经济利益与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利益的平衡，然而，在科学与“技术经济主义”思维与认

识下，却始终偏向经济利益。同时，各条约的局限性、模糊性与碎片化，也给条约的解释与

实施带来了种种困境与挑战。〔１２〕

２．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风险预防是一种社会建构论的风险观，它更多地反映了社会

选择中的价值理性。〔１３〕 受该理念的影响，欧盟、俄罗斯等一直坚持谨慎的预防原则，以较

为完善的强制标识机制，实施以产品过程为基础的监督管理。人文主义盛行的欧盟国家，

基于严格风险预防原则，采取了全面立法，实行了严格“过程控制型”的审慎管制模式。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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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参见胡加祥：《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嬗变及对我国的启示》，《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５８页。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ｄ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Ｔｉｔｌｅ，７（７Ｕ．Ｓ．Ｃ．Ａ．）§１６３９．
ＳｅｅＧＡＴＴ１９４７，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Ｘ，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４５５．
ＳｅｅＣａｒｔａｇｅｎａ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ｎ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ＨＯ，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２００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０（３）
（６）．
ＳｅｅＴｈｅＮａｇｏｙａ－ＫｕａｌａＬｕｍｐｕ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ｎ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ｄｒ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Ｃａｒｔａｇｅｎａ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ｎ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１０）．
ＳｅｅＧｒａｎｔＥＩｓａａ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Ｋｅｒ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ａｔ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Ｈａｒｖｅｓｔｏｆ
Ｔｒｏｕｂｌｅ，Ｖｏｌ．３７（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ｐｐ．１０８３－１０９５，２００３．
参见王康：《基因改造生物环境风险的法律防范》，《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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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欧盟的《关于基因改造微生物封闭使用的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９／４１／ＥＣｏ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Ｕｓｅ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关于基因改造生物有意环境释放的指令》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１／１８／ＥＣｏｎｔｈｅ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ＧＭＯｓ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０／２２０／ＥＥＣ），以及德国的《基因技术法》［ＧｅｓｅｔｚｚｕｒＲｅｇｅｌｕｎｇｄｅｒＧｅｎｔｅ
ｃｈｎｉｋ（ＧｅｎＴＧ），１９９０］和英国的《环境保护法》（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ｔ，１９９０）。从最
初对基因编辑食品终端产品的“自愿标识”逐渐过渡到对整个基因编辑食品生产过程追

溯的“强制标识”，构建了透明度、环境责任等原则、措施和程序较完善的预防监管机制。

我国在借鉴和比较的基础上，坚持相对严格的预防原则，在国内采取专门立法，实施

强制标识与审慎监管，如２００２年《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规定，对大豆、油菜、棉
花、玉米、番茄五大类转基因农作物必须依法进行转基因标注。然而，对外却放松监管，不

断扩大基因编辑食品的进口。仅仅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４日至７月１６日，农业部就批准了１８个
转基因产品进口安全证书。这种“内紧外松”的规制模式使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

因编辑食品进口国。

总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风险观，在科学思维、认

识与研究框架下，为什么在立法实践中选择以消费者知情权为基础的标识预防监管机

制？科学标识与商业化安全性的关系如何，能否有效避免潜在风险？这些问题都悬而

未决。

（二）科学标识预防监管机制的局限性

１．科学标识与商业化的安全性无直接关联
标识立法可源于１８８３年《巴黎公约》的货源标志与１９９５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ＴＲＩＰＳ）的地理标志，其目的是易于识别、保护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利益。基因编辑
食品的标识，包括阳性标识和阴性标识。自愿标识与强制标识属于阳性标识，而阴性标识

一般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其标识内容属实，无误导性，否则，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理论上认

为，只要标识，消费者能获取足够信息，就能够判断是否安全以及是否选择。其实，标识并

不意味着基因编辑食品不安全，不标识也不意味着基因编辑食品更安全。无论是如何标

识，与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本身是否安全原本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从标识措施本

身来讲，似乎亦暗示了潜在风险客观存在。但标识只是对商业发展一定程度的限制。对

消费者来讲，若认识到不安全可能不选择。同样对生产者来讲，标识及一系列科学评估会

增加生产成本。然而，标识的限制，只是发生在商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或一定程度范围内，

若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消费者来讲，已不再是选择与不选择的自由权问题，而是无

选择权的问题。现实中，尽管各国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标识预防机制，但粮食基因编辑商

业迅猛发展的事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潜在威胁并没有消除，甚至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２．科学标识的间接性
标识立法的基础标准，无论是以“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构建的

监管机制，都是基于科学的安全评估。美国自愿标识的监管机制，完全是建立在“可靠科

学原则”之上，并以“实质等同原则”进行科学风险评估后，判定是否属于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３．４条下的“同类产品”。如“Ｓ．７６４法案”的特别安全条款规定，只要经过了上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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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评估程序，未发现实质上的不同，就应当同等对待。然而，这一未发现实质上的不同，

只能说明当下“暂时”没有发现不同，并不能说明以后不会发现。再者，什么是“可靠科学

原则”？通过间接事实的判断是否可靠？同样，“实质等同”与“同类产品”都具有间接性、

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欧盟严格风险预防原则的“强制标识”，其前提更是一系列程序复杂

的科学评估。但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的安全性在没有直接事实判断而得到科学证实／
证伪之前，以上科学安全评估原则与标准只是间接的、暂时的。此外，即使科学安全评估

检测是安全的，但基因的脱靶、突变、重组、飘移与混杂等不确定的未知风险却是长期的，

难以预测与评估。

３．科学标识的实质是个体利益平衡而忽视人类共同利益与安全
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之所以选择标识立法，是因为把基因编辑食品视为一种新产

品。所以，自然地就适用了产品责任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了保护消

费者权益，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也自然成为科学标识的法理依据。事实上，选择标

识立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问题，而是在追求消费者知情权与生产商商业

言论自由权等权利与利益的平衡。〔１４〕 如“Ｓ．７６４法案”规定的强制信息披露，是州和联
邦、消费者和生产商等利益主体的博弈，根本目的在于方便进行贸易管理，实现美国粮食

市场的统一性。〔１５〕 若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一旦科学证实其有害，即

使赋予１００％的知情权，建立完善的标识预防机制，也难以确保消费者的利益，更不用说
人类共同利益与安全。这不仅不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而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转嫁

给消费者自己承担，推卸应有的责任。

目前，鉴于以上科学标识预防监管机制的局限性，部分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实施了禁

止立法措施。欧盟２／３的成员国通过立法，禁止在境内或部分区域种植转基因作物。如
法国不顾欧盟指令和法院裁决，于２０１４年５月参议院最终通过立法，禁止销售、使用、种
植孟山都公司的ＭＯＮ８１０基因改造玉米。〔１６〕 德国根据欧盟２０１５／４１２指令的“选择退出”
规则，于２０１６年通过立法禁止在本土种植转基因作物。〔１７〕 加入联合国生物多样化公约
的数个国家，因担忧基因技术可能会被应用于军事，甚至准备暂停多领域转基因技术的科

学研究。

总之，科学标识与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的安全性无直接关联，是一个基本事实。即

使建立了完善的标识监管机制，也只是对商业发展一定程度的限制，难以防范商业化的潜

在风险。标识表面为消费者利益，实质则是个体集团商业利益的选择，绝非人类生存利益

与安全。〔１８〕 部分国家实施禁止立法措施，正是对标识监管机制局限性的补救措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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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一“鸵鸟政策”法律监管机制，表明了既有法律规制的局限性，进而证实了粮食基因

编辑商业化的商业利益性。

二　伦理道德思维下的自然性分析

鉴于科学思维下标识监管机制的局限性，人们则基于既有法律体系背后的伦理道德

价值规范，从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自然性角度来分析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化的潜在安全性

问题。

（一）自然科学技术与非自然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类并促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然而，能否实现

这一根本目的的基本判断标准，在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自然性。简单地讲，遵循自然法则的

科学技术为自然科学技术，是伦理道德可辩护的；违背自然法则的则为非自然科学技术，

其本身就蕴含着伦理道德的否定性。但非自然科学技术的否定程度，则取决于其行为后

果对自然整体与人类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即非自然性或反自然性。

生态平衡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具体包括：（１）物种是客观存在的，客观存在是物种
的权利。（２）客观存在的物种间有清楚和明确界定的边界，即隔离权。〔１９〕 （３）人类是拥
有智力、客观存在的特殊物种。〔２０〕 （４）宇宙万物基因不断试错（试错权）是自然演进的动
力，〔２１〕同时客观存在的物种有道德地位，并负有相互尊重的义务。〔２２〕 （５）一般物种没有
智力（除人类外），但自然生态系统是有智力的。〔２３〕 人类尊崇自然法则，尊重其价值，也是

尊重人类自己的存在。否则，将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

内化德性体系与道德规范的统一，自然与人类和谐的完美统一。因此，自然科学技术就是

人类依赖于自然生物过程及相互作用，并基于长期的实践应用，不断理解使之适合人类的

行为，习惯和实践的科学技术，是伦理道德可辩护的。

从原则性含义上讲，自然科学技术和非自然科学技术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

而，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非自然科学技术则是基于物理／化学过程科学理论的完整描述，不
必受自然的限制，以控制和操纵自然创造新物质或物种的科学技术。一般认为，人类这一具

有智力的特殊物种是自然偶然机会的产物，偶然性就意味着人类无法选择改变自然。〔２４〕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不再受制于自然，转而以控制和操纵自然创造新物质或物种。

核、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等颠覆性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彻底改变自然提供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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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利用细菌自行复制胰岛素到发现ＤＮＡ双螺旋结构、基因组测序、基因克隆、基因检
测、基因诊断、基因编辑，人类在读取生命密码中体会造物的神力。粮食基因干预从传统

转基因技术到基因编辑技术，既涉及粮食生物本身与自然的关联，又涉及人类这一智力物

种与自然的关联。在没有经过漫长数代人的检验下，一旦科学证明这一技术有害，将不可

避免地改变自然，同时也将改变我们人类本身。

（二）粮食基因编辑的非自然性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创新对自然完整与人类社会环境的负面效应，都是它本身固有特

性与应用场景两者结合造就的功能。事实上，科学技术本身固有的自然性、非自然性与反

自然性是取决于科学技术创新对自然完整与人类社会生存环境负面效应的确定性和可认知

性的程度。众多学者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论证了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的反自然性。

１．不可控性（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可控性是现代控制理论与应用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如果系统所有状态变量的运动

都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由容许的输入来影响和控制而由任意的初始状态达到原点，则称

系统状态是可控的，否则，为不可控。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的不可控，主要是对自然完

整或完美破坏的非确定性与不可认知性。生态完美性要求，“人类活动朝着保护生物群

落完整性，稳定性和美感等方向发展时是正确的，相反，是错误的”。〔２５〕 泰勒的“生物中心

论”认为，每种生物物种都有其自己的目的与利益，应该尊重它们，不要因为种种原因而

干涉它们的自由。荷兰明确规定，除非能够证明对动物福利以及与之相关的动物完整性

没有造成不可控、不可接受的损害，否则不能进行动物基因编辑。〔２６〕 然而，人类为了自身

的生存却忽视自然法与自身的偶然存在，甚至失去了理智。“非典”和新型冠状疫情等一

次次教训，再次警示我们应尊重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物种，即便是人类敌人的病毒，它

们都处于特定的生态位以及食物链的环节中，维持着相应的生态系统平衡。粮食基因编

辑商业发展可能因基因的“脱靶效应”、突变或再次重组、“飘移”或“混杂”等非确定性和

不可认知性，不仅会侵犯物种的内在价值、目的、尊严、生长规律与权力对等，而且会造成

整个生态系统难以预测的，不可控的风险损害或结果。

２．不可接受性（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可接受性是人们感到危害是合理的而没有直接威胁生命健康与生态环境安全主客观

统一的确定性与可认知性。〔２７〕 物种的纵向演进是自然法则，经历漫长时间的基因自然选

择过程，包括基因本身不断的试错演进。传统的粮食育种技术，即便是人为的干预，也是

在同一物种内（不跨界），实践证明风险小或基本无风险。而物种的自然横向变种，在自

然界几乎是无先例事件。若人类横向改变物种，则存在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如马与

驴杂交出生的骡子，老虎与狮子杂交所得虎狮兽，都因丧失遗传基因而存在不能自繁自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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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物种，各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尽管斗牛犬和西班牙猎犬看来

是天差地别，却属于同一物种与一样的ＤＮＡ库。相比之下，一般横向变种，仅涉及单一物
种本身，并不涉及其他物种，与人类生存与生态完整等公共安全基本无涉，是可控的、伦理

认可的。基因编辑（人为跨界变种）应用于一般生物领域或基因技术治疗疾病，如药物，

尽管可能直接危及生命健康，但其危害结果可能只是个人或局部性的，并不会涉及人类整

体生存安全，是可控、可接受的。若粮食基因编辑仅仅限于科学实验而没有商业发展，对

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也是可控、可接受的。然而，粮食基因编辑的商业发展一旦有害，其

危害结果不仅仅是对个人、区域或单一国家，而将是对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世代生存安全

的灾难。

３．不可逆性（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不可逆性是经典热力学的概念，是指客观过程的不可反演性。这一概念由阿罗和费

希尔于１９７４年引入到生态环境领域。〔２８〕 一般事物的不可逆是指按照现有的技术难以恢
复，或者恢复的时间过长、成本代价巨大。今天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是大自然经过数百

万年物种基因不断“试错”过程中形成的，对人类有害与否也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而

粮食基因编辑没有经过漫长时间“试错”与数代人的检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商业发

展，从而让人类自己来承担“试错”的风险，这本身就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一旦有害，基因

的增殖、扩散、突变、重组、飘移与混杂、可能导致千百万年来自然进化整个过程的不可

逆。〔２９〕 人类若无限制地改变自然，不遵循自然法则，必将付出沉重代价。气候变化已经

告诫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要完全恢复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反演性将可能反过来进

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的退化、污染与破坏，以及人类生存威胁的恶性循环。

因此，以上分析表明，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具有反自然性和不可逆转性的潜在风险

威胁，是应为伦理道德拒斥或禁止的行为。但这一反自然性分析大多是以自然主义的伦

理立场对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自然意义的否定，可能忽视了最为关键的因素，即缺失直

接事实的判断。缺失直接事实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联系，其反自然性否定是受质疑的。这

完全区别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与生殖性克隆等非自然科学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威胁。〔３０〕

后者可基于确定直接事实判断，不仅为伦理绝对否定，而且为法律禁止，是绝对反自然性

（严重违反自然）行为。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缺失直接事实的判断，具有更强的非确定

性和不可认知性，或者说依据科学暂不能认知。所以，应为非自然性（非必然违反自然，

或是相对违反）行为。对此，该如何认知与选择？

三　法律防范的基本标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法律规制的妥协性与局限性在于商业利益。伦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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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无论是反自然性，还是非自然性，都是基于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利益。对此两

种利益，该如何认识、衡量与抉择，本来是清晰的，理所当然的。但出于种种因素，人们

却反向思维，以科学未发现其有害为由，混淆科学的界限，使得原本易于抉择的问题变得

复杂而艰难。

（一）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大自然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一切都在改变。人类的认知具有阶段性与局限性，同

样，科学的认知也具有阶段性与局限性。科学是什么？不同阶段的科学哲学思想家基于

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本质的描述也各有侧重。逻辑实证主义（弗兰克）认为，科学是对事

实进行归纳推理的理论；证伪主义（波普尔）认为，科学是被检验的理论；历史主义（库恩）

认为，科学是遵循同一范式的多个理论的集合；贝叶斯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是一个概率问

题。科学只是一种片面而系统地看问题的理论方法，〔３１〕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对自然知识

的一种系统整理和思考。〔３２〕 其本质就是“怀疑”和“不确定性”，是一个“不确定性之科学

化”过程。科学的发展，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结合，是停留在自身认识的相对

之中，永远都不能完全揭开事物的面纱。科学结论是有条件的，离开这些条件，科学结论

便不再科学。科学本身并不万能，同时可能产生科学的“失控”。〔３３〕

人们之所以仍致力于对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进行法律与理论层面的解读，并试图

以一种体系化的风险监管机制来应对这一“科学不确定性”或“超科学性”问题，〔３４〕根源

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膜拜，而忽视人类认知的有限性。目前人类还不能证实粮食基因

编辑商业发展是否有害，是科学本身的有限性，也是人类认知的有限性。但这并不表明

未来不能证实／证伪，更不能表明其无害。科学尚不能证实／证伪，也并不能说明法律不
能规范。

（二）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

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往往以假设来弥补，如霍布斯与洛克的“自然状态”与罗尔斯的

“无知之幕”等。所以，今天我们人类的一系列学问，部分是来自于假设与推理。古代的

神学与哲学，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依据这一系列学问所创建的制度体系，

都是基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然而，在这些学问与制度的背后往往隐含着人类社会一切

行为的基本标准，即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

关于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的标准问题，功利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功利主义重视

利益，坚持以经验论为基础性研究方法，并且用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来引领与解释人们的

行为。行为的后果是衡量与判断人们行为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并设定一个比较清晰、可

靠的实质内容来衡量与促进人类的幸福。但由于这一行为后果的衡量与判断受人类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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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时空、情感、伦理道德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一直被众多法哲学家批评。２０世纪６０、７０
年代以后，功利主义者提出了更为精致的“规则功利主义”与“制度功利主义”。〔３５〕 总之，

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利益的哲学，也是一种关于伦理道德价值的哲学，具有双重

性。同其他理论一样，功利主义是在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当如何选择、应当做

什么？功利主义给我们提供一个正当选择的基本标准与方法，即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

（三）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

现在，可借鉴功利主义选择的基本标准与方法，来衡量和判断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

的利益与价值。要进行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就必须选定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的事实客

体，并以此事实客体选择应当的行为。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的事实涉及两大类：一类是

一般利益与价值的商业发展事实；另一类是最高利益与价值的人类生存事实。对此，我们

只需进行后一类事实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因为，维护人类生存的利益与价值，是人类

社会的最高法则。凡是危及人类生存利益的，一切理论假设与制度将是无效的。目前，在

缺失直接事实的判断下，应当通过以下间接事实的发展态势，来衡量与判断商业化对生态

完整与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威胁。

１．威胁生态完整的间接事实
这一类间接事实包括抗除草剂与抗虫的潜在威胁和“基因飘流”与“偶然混杂”的风

险威胁。（１）抗除草剂与抗虫的潜在威胁，主要是草甘膦与Ｂｔ蛋白可能引起的风险威胁。
自２０１２年９月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塞拉尼利对草甘膦和基因编辑玉米致癌的科学实验问
世以来，２０１５年５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ＩＡＲＣ）就将草甘膦宣布为致癌物。〔３６〕 转基因 Ｂｔ
毒素明显区别于天然Ｂｔ毒素和传统农业中使用的Ｂｔ毒素。天然Ｂｔ毒素分子比较大、不
溶、无毒，需要特殊的化学条件才能成为活性毒素。而所有经过处理的转基因Ｂｔ蛋白毒
素比天然的更为活跃、毒素更强（转基因 Ｂｔ１７６玉米中的 Ｂｔ毒素比天然 Ｂｔ毒素至少强
４０％）。因此，携带除草剂毒性与Ｂｔ蛋白毒素的不稳定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随着基因
的横向流动，可能对耕地、水与动植物等农业生态系统产生巨大的潜在威胁。（２）“基因
飘流”与“偶然混杂”的风险威胁，主要体现在二者及其不当环境释放引起基因污染与对

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进化角度讲，“基因飘流”与“偶然混杂”的物种间异交结实与花粉扩

散介导，同物种受精结实一样，是物种进化的动力，自然存在。基因编辑技术如果不改变

作物的生殖过程和途径，其“基因飘流”与“偶然混杂”与非基因编辑作物没有本质上的区

别。但粮食基因编辑技术将一种生物体的基因人为地转移到粮食植物体基因中，跨越生

物繁殖的物种横向隔离。这种基因编辑的横向移动和ＲＮＡ进行循环，使不稳定的基因进
入其他陌异生物细胞基因组或与其他基因联合重组形成叠加效应，就可能引发原生命体

系和被插进异基因的多重不稳定。此多重不稳定通过不被察觉的异花授粉污染种子和果

实，导致非故意实质跨物种的“基因污染”与不当环境释放。其外源基因外逸可能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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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生态反应、原种群之间的动态失衡与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环境损害，如导致吞噬性的

“疯狂杂草”到处蔓延、土壤流失、生物多样性锐减等，进而改变粮食自然繁殖过程与粮食

植物遗传特性，潜在威胁整个生态环境系统。

２．威胁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的间接事实
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对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风险威胁，必将直接或间接威胁人类

生存的安全。２０１７年３月，美国科技中心加州政府已将“转基因伴侣”草甘膦明确列为
第６５号法案的致癌物；后来加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局依据上述法案将草甘膦列在该州已
知致癌化学物的清单上。〔３７〕 转基因 ＤＮＡ横向跨类移动，将动物的细胞基因或不同的病
毒引进到粮食植物陌异的基因内，使原来的基因被改造，可能导致基因的突变或重组，使

自身机体的防御机能不能抗拒，无害的病毒亦为无治的病毒。有学者认为，基因编辑食品

中会出现可能影响人体健康、没有安全食用历史的非蛋白物质，含有抗生素基因的粮食会

导致人体对抗生素的耐药性。〔３８〕

近半个世纪以来粮食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研究，至今不能证实其有害或无害，科学的

发展能否证实／证伪，仍是一个未知数。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已成
为一些国家与跨国公司争夺农业资源的工具，导致许多国际政治与法律争端，并演变成为

“生物国防”与“基因战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若继续发展，高科技的丛林法则将可能导

致玉石俱焚、共同毁灭。

总之，通过以上种种间接事实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分析，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对

生态完整与人类生存的潜在风险威胁，区别于“自主科技”的人工智能（ＡＩ）与“人主科
技”的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等颠覆性科学技术应用的潜在风险威胁。对于人工智能，

可基于自主机器人等直接事实的发展态势，必须限制其发展，绝不能到接近或超过人脑才

禁止。对于以增强功能为目的的体细胞和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同样是可基于完美的“定

制婴儿”等直接事实的发展态势，无论是科学家、人文学者，还是政府主管部门都一致反

对其临床应用。目前，ＡＩ应用问题的法学研究，仅仅局限于人类主体法律地位、利益与风
险分配等权利义务方面；对于人类基因编辑问题，更多是假设其安全的情势下对人类生殖

细胞范围之外基因疾病治疗等应用的伦理道德价值研究。因此，对于粮食基因编辑的商

业发展，决不能因为科学未发现有害而回避其安全性，或假设是安全的，继续完善标识预

防机制以监管商业发展。事实上，商业的利益与价值相对于人类生存的利益与价值，根本

就没有可比性。如何认识、权衡与抉择，不言而喻。

四　法律防范原则及制度创设

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为人类自身提供了社会行为的基本标准。面对粮食基因编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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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２０２０－０３－０１］。
参见宋锡祥：《欧盟转基因食品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上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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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潜在风险威胁，在商业利益与人类生存和生态环境利益的衡量与价值判断下，应

选择什么原则来创设法律防范制度？

（一）传统预防原则及制度的局限性

面对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在缺失客观直接事实判断下，人们往往基于

间接事实发展的态势，创设了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最早立法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的德国环境法，旨在突破传统证据法则无法有效应对与处理缺失科学证据的环境风险或

灾害的困境。其基本内涵是如果某项行为可能对环境有潜在危害，在缺失科学证据时要

先采取谨慎有效的限制与禁止措施，预防危害后果的发生，切不能冒风险而放任其发展。

１９８２年《世界自然宪章》同样主张，如果未能完全了解某种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该

行为就不得实施。随后，风险预防原则逐渐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了确立，并在社会各个领

域普遍遵守与适用，特别是应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潜在风险。

传统风险预防原则表现为禁止预防原则与限制预防原则两大原则。然而，因其本身

的模糊性，亦为其实施带来了选择的困境与挑战。〔３９〕 一般情况下，可基于以下两大标准

来确定预防的强度和原则的适用：一是直接或间接事实的发展态势；二是直接或间接事实

的发展对基本人权与生态环境安全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程度。

１．禁止预防原则
禁止预防原则是强预防原则，适用于有可判断的直接事实，该直接事实的发展将直接

威胁基本人权与生态环境安全，且具有不可控、不可接受与不可逆的风险行为，具有直接

性与反自然性。禁止预防原则源于从“希波克拉底誓言”逐步发展而来的伦理“不伤害原

则”，经斯密、密尔与哈特等思想家进一步阐发后推向全球。〔４０〕 “不伤害原则”是对道德

主体的内心思想进行规约和引导，道德底线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４１〕以法律语言

形式表达则为否定性的禁止原则，即禁止一切威胁或可能威胁基本人权的风险行为，并要

求不计任何代价地实施严格禁止措施，如《禁止生物武器条约》（１９７５年）、《禁止化学武

器公约》（１９９７年）与《禁止核武器条约》（２０１７年）等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否定性禁止行
为，以及对只保留人的意识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应用的严格禁止。

２．限制预防原则
限制预防原则适用于无可判断的直接事实，通过间接事实的发展态势判断，对基本人

权与生态环境安全可能构成间接危害，且危害是可控、可接受与可逆的潜在风险行为（弱

潜在风险）。相对于禁止预防原则，限制预防原则具有间接性与自然性。除禁止预防原

则适用外，一般都可以适用限制预防原则，并在不同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因该

弱风险行为不威胁公共安全利益或只是一般危害个体安全利益，要求条件较为宽松，成本

代价低，而得到普遍的适用。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３条规定，“各缔约方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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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景辉：《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９－７１页。
参见刘贺青、王军：《全球正义研究的兴起及争论》，《江淮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９７页。
参见杨通进：《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困境与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５期，第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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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造

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

这类措施，同时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低的

费用获得全球效益”；再如《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以及《卡

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的“潜在不利影响”等风险行为。事实上，目前应对粮食基

因编辑商业发展的既有标识预防监管机制，正是限制预防原则的具体适用。

对于具有直接性与反自然性、间接性与自然性的风险威胁可分别适用禁止预防原则

与限制预防原则，并以此创设相应的法律防范制度。而对于具有间接性与非自然性的风

险威胁，显然，传统两大预防原则已难以有效适用，尤其是应对颠覆性科学技术创新的潜

在风险。

（二）暂时禁止预防原则及制度的创设

暂时禁止预防原则的适用对象是缺失直接事实，通过间接事实的发展态势判断，对基

本人权与生态环境安全可能构成间接威胁，且威胁不可控、不可接受与不可逆的潜在风险

行为。创设暂时禁止预防原则，是为弥补传统风险预防原则的不足。因涉及人类生存安

全利益并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与不可认知性，所以侧重于严格谨慎的禁止预防原则。因

此，暂时禁止预防原则也称为有条件或相对的禁止预防原则，是禁止预防原则的变通或灵

活运用。它要求应先实施暂时禁止，待科学证实／证伪后，再选择限制预防原则或禁止预

防原则。粮食基因编辑的商业发展，之所以产生强烈争议与艰难抉择，就在于不确定性与

不可认知性的正负效应。积极效应可能为人类生存带来较大商业利益，而负面效应则可

能威胁人类世代生存与生态整体安全。因此，在缺失直接事实判断的情况下，基于不同的

思维、认识与标准，会有不同的选择，甚至是不可逆的错误选择。

对粮食基因编辑的商业发展实施暂时禁止预防原则，即将冲击既有法律规制体系

与其背后的法学理论。目前，尽管世界各国在既有法律规制的理念、基本原则与监管机

制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法律规制思维均导致了不能有效预防或规避潜在风险威胁。具

体体现在：（１）功利主义的立法思维；（２）科技与经济的立法模式；（３）有限的法律预防

监管机制；（４）对商业利益的追逐；（５）消费者与生产商利益的平衡，以及国家间利益的

平衡；（６）有限的风险预防措施等。这一切都根源于功利主义的立法思维。近期，部分

国家采取立法禁止措施，是对既有法律监管机制局限性的弥补。我国立法实践与国际

国外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不同的是，以相对严格的预防原则，实施“内紧外松”的监管模

式。功利主义思维的偏离，是方向性的失误，往往是南辕北辙。若能坚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维，并选择暂时禁止预防原则，则可有效冲破这一困境。为此，以暂时禁止预

防原则创设法律防范制度，必引发一系列原则及制度的转变，尤其是立法理念与立法模式

的两大转变：

一是立法理念的转变。应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基因不断试

错是大自然万物的自然选择，基因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是人类有限智慧的自主选择。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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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自主选择，不仅要遵循自然选择，且有领域和程度的限制。目前，无论是“人

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对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化的法律规制最终

都走向了一个妥协性的防范机制，实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有限认知的具体体

现，强调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不尊重自然和敬畏自然。如粮食基因编辑只专注于粮食

“种子”技术专利，〔４２〕而忽视水、土、肥、种、密、保、管与工的农业“八字宪法”与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的“农业多功能性”。所以，要主动放弃已实施的商业化种植，使生

态系统自我修复，走出一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二是立法范式的转变。应从传统“技术—经济”范式转向“技术—社会 ＋经济”的新
范式。〔４３〕 现有粮食基因编辑的立法，是受传统“技术—经济”立法范式的影响，强调经济

主义的单一维度。这种技术经济主义模式导致了科技发展长期忽视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威

胁与对人类生存价值的关切。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迟滞承认”或“科学中睡美人”现象，体现了对颠覆性科学技

术创新的谨慎态度与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生态的责任意识，〔４４〕是暂时禁止预防原则的具体

体现。一项颠覆性科学技术是否可以被接受与发展并不取决于其正面效应，而是取决于

社会能否承受、化解、抵消该科技负面效应的严重性，尤其是对生态完整与人类生存的威

胁。〔４５〕 为此，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创新，不能继续以先发展、后治理的方式，再重走不可逆

之路，应在继承和扬弃以往科学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上，从粗放式创新转变为可持续创新

与发展。要坚持科学技术创新、风控先行，科学技术研究、伦理先行，〔４６〕科学技术立法要

从“技术—经济”范式转向“技术—社会＋经济”的范式，〔４７〕再走向“技术—风险＋社会＋
经济”的范式。

五　结　语

对粮食基因编辑商业发展实施暂时禁止预防原则，是基于其本身极不确定性与不可

认知性的非自然性、既有科技与经济立法的局限性、实质上是人类生存、可持续发展与科

学技术创新的内在价值要求。目前，部分国家实施全面或部分的禁止立法措施，事实上也

正是暂时禁止预防原则的具体适用。鉴于经济技术主义下ＷＴＯ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等
国际机制及国内现有法律体系的有限性，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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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健鹏：《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现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启示》，《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５－
２０页。
参见龙卫球：《人工智能立法的“技术—社会＋经济”范式———基于引领法律与科技新型关系的视角》，《武汉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６５－７６页。
参见王晓为：《作物转基因问题的伦理学思考》，《经济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１６１页。
参见刘益东：《致毁知识与科技伦理失灵：科技危机及其引发的智业革命》，《山东科技大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第１－１５页。
参见刘益东：《虚拟科学与大ＩＴ革命：支撑未来学的快速崛起》，《未来与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第６页。
参见龙卫球：《人工智能立法的“技术—社会＋经济”范式———基于引领法律与科技新型关系的视角》，《武汉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第６５－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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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国际合作，以暂时禁止预防原则，创设诸如《禁止生物武器条约》等性质的国际条约机

制与国内法律机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蝴蝶效应”“黑天鹅”和“灰犀牛”叠加风险威胁

的进一步加剧。同时，支持并鼓励粮食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研究与创新。事实上，饥荒、

瘟疫和战争三大问题，一直困扰与威胁着人类生存。但在大自然面前脆弱的人类，惟有遵

循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才能明智地研判粮食基因编辑等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追寻人

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性。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适度进口’生态化的法律保
障研究”（１６ＢＦＸ１９７）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ｏｖｅｒｃｒｏｐ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ｌｉｅｓ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ｃｒｏｐｇｅ
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ｔｓｅｌｆ，ｂｕｔｉｎ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
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ｅｄｆｏｏｄ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ｎｌｙ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ｌａｂｅｌｂｅｉｎｇ
ｆｉｘｅｄｔｏ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ｅｄｆｏ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ｂｅｉｎｇｋｎｏｗｎ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Ａｓａｒｅ
ｓｕｌ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ｅｄｆｏｏｄｓｉｓｌｅｆｔ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ｗａｎｔｏｎ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ｌａｂｅｌｈ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ｅｄｆｏｏｄｓａｒｅｓａｆ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
ｔｅｄｆｏｏｄｓｐｏｓｅ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ｉｓｋｔｏｈｕｍ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ｅｖｅｎｌｉｆ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ｂｅ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ｇｕａｒｄ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ｓｔｏ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ｌｙ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ｓｕｃ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ｒｉｓｋ，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ｂｅｌｉｅｖｅｓｔｈａｔａｎ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ａｌ
ｕ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ｉｆｉｔｐｏｓ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ｓｌｉｇｈｔｅｓｔｒｉｓｋｔｏｈｕｍ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ｏａ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ｂｙａｄ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ｎｋｉｎ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ｌ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ｒｏｐｇｅｎｏｍｅｅｄｉｔｉｎｇ．

（责任编辑：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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